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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　比较中美两国的基础研究可以发现,基础研究的定义与统计标准之间的关系有待明晰,
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规模有待扩大、结构有待优化.应正确认识基础研究的源头、战略、学科、
文化与育人等功用,走出基础研究投入阶段性特征的认识误区.学习贯彻新时代新要求,加强战略

引导和顶层设计,加大中央财政和多元投入,推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,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委员会的作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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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关于基础研究,笔者１０多年来从研发经费和国

家政策的视角做过一些讨论[１],但没有深究基础研

究的定义与内涵.近日,参加了以“科学基金深化改

革的政策与举措”为主题的第２３５期双清论坛,有了

一些新的认识,进一步讨论分析.

１　定义与内涵

美国科学基金会(NSF)«２０１８年科学与工程指

数»指出① ,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分类

和定义多年来一直受到批评,因为传统经典方法强

化了将创造新知识、新发明、以及创新视为一个线性

过程的概念,即从基础研究开始,应用研究接续,再
是试验发展,最终以生产和新技术扩散为终点并实

现具有商品意义的创新.然而,NSF也强调,尽管

存在上述不足,但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替

代性分类方法,能够用于测度和区分研发类型的主

要差异.因此,NSF依然定义:基础研究“是一种实

验性或理论性的工作,主要是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

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,它不以任何特定

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.”
同样,尽管国内文献也已指出,关于“‘基础研究

是不考虑应用目标的研究’的观点已经过时”,建议

对基础研究加强分类管理[２].但是,我国国家统计

局、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发布的«２０１７
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»,也依然采用传统定

义:“基础研究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

基本原理的新知识(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、运动规律,
获得新发展、新学说)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,
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”② .这

样一个定义与美国 NSF的定义相似,并对新知识做

了进一步诠释.
基于经典理论的传统基础研究定义,便于研发

活动(R&D)的分类和统计,但概念并不严格,且使

得基础研究长期陷入“有用”还是“无用”之争,容易

引发误读误解.
由此,斯托克斯«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:巴斯德

象限»一书,越来越引发国内学界的关注[３].巴斯德

象限突破了对于研发活动的传统线性认识,在纯基

础研究(波尔象限)与纯应用研究(爱迪生象限)之
外,增添了一类新的研究类型,即应用所引发的基础

研究,并同第二代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吻合[４],丰富了

对于研发活动的认识,也对于全面认识基础研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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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,对美国政府政策产生重要影

响.在此基础上,新型巴斯德象限取向模型将以追

求知识和实际应用为目的的司托克斯二维象限模

型,进一步转变为以科研活动和产业转化活动为目

的的新二维象限模型,在我国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

和实证[５].例如,有文献认为,我国高校科研机构与

高铁企业在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领域加强合作

实现共赢,就是巴斯德象限的成功应用,推动了后发

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演变与后发国家创新能力的不

断发展[６].但是,上述新的创新模式似乎也未与科

技统计有效衔接,与我国带有“补课”性质的应用基

础研究[７]的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厘清.

　　 ③ 尽管我国３部门“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”中基础研究经费的数据可以回溯到２０１７年,但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最新发布的«２０１８
年科学与工程指数»中,关于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数据只能回溯到２０１５年或２０１５财年,其中有些数据还是初步的(preliminary).

从我国的科技政策来看,正如龚旭和方新指

出[８],１９８５年开展第一次全国科技普查,首次正式

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UNESCO)关于科学研究

的定义:基础研究并非仅限于纯基础研究(即理论研

究),也包括具有应用背景而非特定实际目标的基础

研究.１９８９年,进一步将基础研究划分为四类,“自
然科学一般原理的研究、应用科学一般原理的研究、
重要的技术或方法的原理研究、重要的基础资料的

系统收集与整理分析”.１９９５年,我国«加速科学技

术进步的决定»强调:“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

在重要位置”.２０００年,又将基础研究工作分为探

索性研究工作、定向性基础研究工作和基础性工作,
其中探索性研究侧重于前沿领域的自由探索,定向

性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.２００６年发布

实施的«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(２００６
－２０２０年)»,更加肯定了基础研究在促进知识增

长、培育创新人才、发展高新技术和建设先进文化等

方面的作用[８].以上情况说明,我国关于基础研究

的定义,从开始至今,范围都比较宽泛,并非完全都

是由好奇心驱动的纯科学研究.但是,上述政策导

向似乎也还没有对科技统计标准产生显著影响.
另外,除了应用基础研究,围绕基础研究还产生

了一些组合词,如基础理论研究、基础科学研究、自
由探索类基础研究、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等,“这些

提法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基于自身工作的特点从不同

角度对基础研究功能进行的概括”[９].但是,这些词

各自的定义和内涵是什么? 如何进行测度与统计?
在国际交流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? 还需要认真研究

图１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(２０００—２０１７年)

和科学界定,需要加强政策指导和落实,需要完善统

计标准和方法,需要向公众加强科普宣传.

２　经费比较

进入本世纪,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长(图

１).２０１７年,我国基础研究经费９７５．５亿元,应用

研究经费１８４９．２亿元,试验发展经费１４７８１．４亿

元,占 R&D 经 费 比 重 分 别 为 ５．５％、１０．５％ 和

８４．０％.２０１７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是２０００年

的２０．９ 倍,增长很快,但增速呈现出波动态势.

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年均递增２５．８％,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
年下降到１４．２％,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恢复到２３．４％,

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又降为１４．４％.可以从以下几个

方面与美国等国家进行比较.

２．１　投入变化

从绝对值比较,２０１５年,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

出７１６．１亿元③ ,按照汇率折合１０４．３亿美元,只有

同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(８３５亿美元)的八分之

一;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为２０８亿美元,为美国的四

分之一.
从相对值比较,２０１５年,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

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为５．１％,低于同年美国基础

研究经费占比１１．８％.同时,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

国内生产总值(GDP)中的占比(基础研究投入强

度)不到０．１％,而美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均大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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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４％,甚至西班牙、意大利等也在０．２％以上.
从变化值比较,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,我国基础研

究经费支出年均递增２０．０％.同期,美国基础研究

经费年均递增４．７％.因此,两国基础研究经费方

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.
另外,NSF的报告指出,２０１５年中国成为世界

上基础研究投入的第二大国,尽管占比远低于法国

(２４．４％),但基础研究经费额却是法国的１．４倍.
２．２　结构分析

从投入来源看,美国联邦政府依然是基础研究

的最大投入者,２０１５年占到４４．３％,地方政府为

２．８％,而企业达到２７．２％.２０１４年,我国基础研究

经费中,政府投入占到７６．８％[１０],远高于美国;而企

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却从

２００４年的１３．５％下降为２０１５年的１．６％[１１],远低

于美国.
从支出执行看,美国高校依然是基础研究的实

施主体,２０１５年占到基础研究支出总量的４９．１％;
联邦资助研发中心(FFRDCs)的占比不大,仅为

４．９％;而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不断强化,占比

已经提高到２６．１％.２０１６年,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

费４３２．５亿元,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５２．６％,高
于美国高校占比;政府研究机构(以下简称“研究机

构”)经费３３７．４亿美元,占到４１．０％,远高于美国

的FFRDCs;但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很低、差距

很大.
与美国相比,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其研发

经费的比重较低,虽然已经从２０００年的五分之一

(２０．６％)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五分之二(４０．３％),但仍

低于应用研究８．９％,说明高校科研活动的重心不

在基础研究的状况[１２]依然存在.２０１５年,美国高校

研发经费支出６８５．７亿美元,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

到６４．０％,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分别为２６．３％和

９７％.但是,美国高校２０１０—２０１６年累计基础研

究经费占比要低于２０００—２００９年１０％.据分析,

２０１０年统计方法的调整,可能对高校基础研究经费

数据有一定的影响.
同时,我国研究机构基础研究支出在其研发经

费中的比重偏低,２０１０年为１１．０％,此后虽有所上

升,但２０１５年也只有１３．８％,同比仍然低于同年美

国FFRDCs８．３％.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仅占其

研发经费的０．２％,尽管这个比例已经比２０１１年翻

了一番,而美国的该数据２０１５年为６．１％.
２．３　政府投入

２０１５财年,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经费投入１２８６

亿美元,其中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各占四分

之一,其余一半用于试验发展.２０１４年,我国政府

研发经费投入的三部分比例分别为１４．３％、４５．７％
和４００％.[１０]

需要注意的是,２０１５年美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

的９．４％、应用研究经费的１０．８％和试验发展经费

６８％都是由联邦政府投入的,总计达到２６９．９亿美

元.而联邦政府对于企业投入的重点在试验发展,
三部分比例分别为７．６％、２２．６％和６９．８％.在当

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,有必要深入研究其

投入机制和政策,了解其在避免和防止政府资金引

发不公平竞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解读.

２００８—２０１６年间,我国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支出

占其研发经费的比例为１６％左右,占比不到美国的

三分之二,且在２００８年之后有较大程度的下降[１３].

２０１０—２０１６年间,我国财政对研发投入的增幅低于

研发经费总量,使得政府投入在研发经费中的占比

呈现出下降趋势,从２４．０％降到２０．０％;财政科技

拨款占 财 政 总 支 出 的 比 重 呈 现 出 下 降 趋 势,从

４６％降到４．１％;中央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

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,从４９．７％降到４２．１％.由

于基础研究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投入,这些下降趋势

都不利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扩大和强度

增加.

３　深化认识

伴随国家基础研究目标的多元化趋势,好奇心

驱动、突出应用背景、服务国家战略三种模式的基础

研究并存,导致基础研究的管理体制机制差异更加

“取决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认识,受制于国家政治经

济体制、产业发展阶段以及国际科技竞争态势,也深

受科技体制架构与科技发展战略的影响”[８].为此,
必须深化认识,特别是要走出对于基础研究功用认

识的误区[１４].
一是认为基础研究“没什么大用”,是否要增加

投入不是当务之急.二战之后,“基础研究不以应用

为目的”的概念根深蒂固、广为流传.费力解释“不
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”,但最终又还是有用的,
有些讲不清、道不明、说不透,原因就在局限于将科

学研究的过程直观地简化为一个线性过程,即:将科

学研究作为出发点、技术发明作为过程行为、工程开

发和市场销售作为结果.虽然在现实中至今仍然可

以观察到上述线性过程的存在,却并非基础研究的

全部,至少未能涵盖巴斯德象限.同时,尽管线性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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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形象、直观、简洁、易于理解,但并未抓住基础研究

的本质特征.本杰明琼斯团队对１９７６—２０１５年

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全部４８０万项专利,以及二

战以来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可以检索到的全部

３２００万篇期刊论文进行了分析,结果发现“在科学

研究中,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实际应用联系紧密.
这种联系有的是间接的,表明基础研究可能在最终

的实际应用中获得多种多样和意想不到的回报.与

此同时,与实际应用最直接相关的科学研究也在科

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”[１５].
二是认为相比而言基础研究投入“见效慢”,应

优先支持应用研究.当今世界,基础研究早已不仅

仅是少数人的闲情逸致,而是事关国家战略.因此,
“许多学者提出基础研究应摆脱孤芳自赏而走出象

牙塔”[９],应增强辩证思维能力,突破传统技术创新

过程模式的线性思维制约和束缚,关注科学探索与

市场需求的创新“双源”、并行等过程模式[１６],客观

看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向互动关系,在肯定

“产业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来源于持续的基础研究

的投入”[１７]的同时,充分认识应用研究对于基础研

究的拉动作用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(以下简

称“自然科学基金委”)确立的“鼓励探索,突出原创;
聚焦前沿,独辟蹊径;需求牵引,突破瓶颈;共性导

向,交叉融通”的科学基金资助导向[１８],已经突破和

超越了基础研究的传统观点和模式,能够聚焦重点

领域和优先方向,围绕关键领域和“卡脖子”问题,对
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予以突破.

三是认为基础研究投入状况“合理”,符合中国

当前国情和发展规律.实际上,基础研究投入强度

在一些发达国家恰恰伴随 GDP的增长呈现出“先高

后低”的变化过程.日本基础研究经费占其研发经

费的比例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一直高于２０％,韩
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其研发经费的比例１９８３年也达

到 １８％.２０１２ 年,日 本 基 础 研 究 投 入 强 度 为

０．４２％,而同年韩国则高达０．７４％[１９,２０].目前我国

GDP已位居世界第二,２０１７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已

超过欧盟２８国的平均水平(１．９６％),达到２．１５％,
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却始终低于经合组织

(OECD)国家的平均水平.
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,对于基础研

究功用的认识早已超出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局限,“专
注于探索客观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‘认
识取向’的基础研究,正在向‘认识取向’与‘应用取

向’并重的基础研究转变;专注于创造新知识的‘生

产导向’的基础研究,正在向‘生产导向’和‘扩散导

向’并重的基础研究转变”[２１].对于基础研究功用,
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进行观察.

(１)源头功用,加强原始创新.“基础研究是整

个科学体系的源头,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”,应
聚焦世界科学前沿,冲击重大科学难题,加快从零到

一的原创性研究,鼓励激励科学家勇立潮头、敢为人

先,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、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

突破.
(２)战略功用,服务国家需求.坚持需求导向,

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,加强应用基础研究,关注颠

覆性和变革性科学与技术,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背后

的关键科学问题,为提升技术竞争力提供基础研究

“根基”,推动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,引领和支撑经济

高质量发展.
(３)学科功用,推动交叉融合.学科是按照学

问的性质而人为划分的门类,面对学科细化与交叉

融合并存与发展[２２]的新要求,要不断冲破学科边界

的藩篱,持续加强学科建设,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、
交叉与融合,努力产生新的学科(方向)与创新性

成果.
(４)文化功用,弘扬科学精神.塑造新时代科

学家精神,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建设,倡导科学方法,
包容和支持非共识创新,进一步明确鼓励探索、宽容

失败的政策引导,营造宽松环境,克服急功近利、摒
弃学术不端,深入开展科普工作,传播科学思想,提
高科学素养,培育创新文化.

(５)育人功用,培养创新人才.加强科研育人,
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,凝聚创新拔尖人才和团队,深化基础研究与人才

培养的互动共进,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基础研究中

的作用,鼓励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相互结合,加快推

进产教融合.

４　建　议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我国基础科学短板依然突

出”,当前“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,又面临着

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”.为此,我们应认真分析新时

代基础研究发展的短板、机遇和挑战,充分认识新时

代基础研究发展的战略定位,强化全球视野和战略

意识,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实现质的

跃升.
(１)着力加强战略引导和顶层设计

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,抢抓“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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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新兴’科学导致的产业创新将超越信息技术导致的

产业变革”[２３]的历史机遇与挑战,加强全球科学发

展态势评估,深化国家战略需求分析研判,把国家战

略需求作为源头创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,将科学研

究活动中源头创新思想的生成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

紧密结合,明确优先发展的领域,从基础源头突破和

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.同时,加强应用基础研究,着力

解决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的问题,紧扣“企业在实

践中提出需要解决的课题、或根据国家战略和产业

需求倒逼的基础研究课题”[２４],使之更好地对接国

家重大部署、对接战略前沿、对接企业需求.
(２)不断加大中央财政和多元投入

当前,“如何提高政府和企业在基础研究活动的

投资并优化投资结构,是我国有效实施自主创新政

策所面临的一大挑战[１７].”建议在国家中长期科技

发展规划及“十四五”国家科技创新指标体系中,明
确基础研究投入的指标要求.首先,政府应进一步

优先支持围绕未来发展的基础研究,中央财政新增

研发经费应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倾斜[１４].同时,应加

快推进区域、地方、行业、部门等协同创新,完善多元

投入机制,加强对于依托单位的指导、监督.由于基

础研究具有战略性、公益性、先导性的特点,加之基

础科学知识的非排他性和溢出性,部分企业因不能

获得全部收益而不愿投入基础研究,需要进一步加

强政策导向和激励措施.另外,应进一步改进和完

善统计标准和统计方法,完善基础研究经费统计与

财务预决算体系.
(３)加快推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

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,
尊重人才成长规律,“进一步明确高校和科研机构在

基础研究方面的使命定位”,保证运行模式和治理结

构与其使命定位相匹配[２５],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

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,优化有利于人才和团队成长、
脱颖而出和各展其能的资助机制,培养造就一大批

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、科技领军人才、青年

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,提出更多原创理论,做出更多

原创发现,“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”.
(４)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关键作用

自然科学基金委是我国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研

究资助机构.２０１８年,自然科学基金委财政预算投

入２８０．５０亿元[２６],约占当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

四分之一.同时,自然科学基金委“也是世界范围内

自然科学基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”[２７].美国

NSF的使命是:推动科学进步,促进国民健康、国家

繁荣和公众福祉,保障国防安全,并为实现其他目标

提供支持[２８].奥巴马政府时期,NSF 经费支出从

２０１１年的５５．７１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６５．２９亿

美元.特朗普执政后,加强了对未来军事技术的研

发投入,大幅增加国防部、国土安全部和退伍军人事

务部研发预算经费,削减其他领域和部门的研发经

费[２９].２０１９年６月,美国 NSF发布了２０１８财年美

国联邦研发经费统计报告[３０].NSF预算４９．５０亿

美元,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８６．９％.卫生和公众服

务部(HHS)经费３３４．５０亿美元,其中基础研究经

费占４９．９％.HHS和NSF两个部门基础研究经费

合计占到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的６２．３％.在修

订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»过程中,应充分吸纳关

于基础研究的新观点和新认识,研究制定针对性的

改革举措,使得科学基金发挥更大的作用,鼓励和支

持科学家自由畅想、大胆假设、认真求证,让领衔科

技专家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、更大的经费支配

权、更大的资源调动权[３１],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,
进一步优化资助机制,建立更多的合作基金,构建自

然科学基金委牵头、多元投入、开放合作的科学基金

体系,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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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parisonanddiscussionondefinitionandexpenditureofbasicresearch

ZhangWei
(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,Xian７１００７２)

Abstract　Bycomparisononthebasicresearch between Chinaand USA,itcan befoundthatthe
relationshipbetweenthedefinitionandstatisticalstandardshouldbedefinedclearly．Chinasbasicresearch
fundingshouldbeincreased,andthestructurebeoptimized．Weshouldunderstandbothoftheusesof
basicresearch,suchassources,strategy,discipline,culture,andeducation,inadditiontogettingoutof
onesheadaboutthephasecharacteristicsofbasicresearchinvestment．Itisnecessaryforustolearnto
implementthenewdemandsofthenewera,tostrengthenstrategicguidanceandtopＧleveldesign,to
increasethecentralfinancefundinganddiversifiedinvestment,topromotepersonneltrainingandteam
building,soastogivefullplaytotheroleof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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